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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璇琮　 　 　 　

　 　 于景祥同志于 １９８５ 年 ９ 月进入南京大学中文系，为学术大师程

千帆先生的硕士研究生，１９８７ 年其硕士学位论文题目为《陆贽在中国

古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这是他走上骈文研究道路的重要契机。
其《中国骈文通史》之“后记”中，特为提及程千帆先生对此论文的指

导意见：“学术研究要选好切入点，而不一定要趋向热点。 ……陆贽上

承‘燕许’，下启‘欧苏’，在骈文演化过程中具有一定的桥梁作用，你
以他为切入点。 然后再上下拓展开去，一定会作出好多文章来的。”

此后，程先生又进一步对景祥同志的骈文研究进行筹划，确定研

究思路与步骤：其一，在硕士论文的基础上继续开掘，加强重要作家、
重点问题的研究，对重要的总集、别集进行整理；其二，由点到面，加强

断代骈文史研究；其三，由断代史到通史，揭示、描述骈文在中国历史

上产生、发展、演化的整体流程；其四，从理论层面对中国古代骈文批

评进行梳理、归纳和总结。
正是在程先生的指导和鼓励下，景祥同志一边在出版社做编辑工

作（后在两所大学兼教学职务），一边在骈文领域不断作专题研究，写
有不少学术论文，并出版好几部专著，如《陆贽研究》 《南北朝骈文》
《唐宋骈文史》《中国骈文通史》等。 这确使人感到他在步入骈文这一

瑰丽而辽阔的天地中所表现的开拓胸怀，一种力求重新认识这一境域

的探索精神。
我想就此向学术界真挚叙及程千帆先生对青年学者的深切指导。

如南京大学中文系程章灿教授于 １９８９ 年写成的博士论文《魏晋南北

朝赋史》，后于 １９９２ 年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我曾应邀于 １９９１ 年 ２
月为此书作序，就特提及程章灿君在前辈学者程千帆先生的指导下，
受严谨学风的熏陶，在此书中体现出“令人不得不首肯的扎实的基本

功”。



我因此又忆及 １９８３ 年，与程千帆先生一起在桂林参加全国哲学

社会科学“七五”规划项目基金资助评议会，就在那次会议上，程先生

提出他的“唐宋诗歌流派研究”的计划，得到与会学者的赞同。 程先生

早就指出“将考证与评论密切结合起来”的治学路数。 “唐宋诗歌流

派研究”正是这一治学思路的进一步发展与具体落实。 此后，南京大

学中文系莫砺锋君的《江西诗派研究》、蒋寅君的《大历诗风》和张宏

生君的《江湖诗派研究》就属于这一项目，得到程先生的亲切指导。 我

在应邀为《江湖诗派研究》所作的序中，就特为指出，这三部著作体现

了程先生的治学思路，“在我国的古典诗歌研究学术史上占有特定的

位置，其意义及经验必将日益为学界所认识和汲取”。 我现在即以这

三部名著为例，联系景祥同志有关骈文研究的论著，认为确可见出景

祥同志在长期治学与系统研究中那种沟通古今、融合中西、于严谨中

创新的极有生气的学风。
由此可见，我们研究现代学术史，除了研讨学者本身的治学特色

外，还应探索前后辈学术传承的良好经验和典范学风，也可以我为例，
我在《唐五代文学编年史》的自序中，就特为指出：“就我个人来说，近
二十年来，在唐代文学研究上之所以有一点业绩，都是在程先生指导、
鼓励下取得的。”特别是我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所撰的《唐代科举与

文学》，即是受程先生于 １９８０ 年出版的《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上海

古籍出版社）的启发。 因此，我觉得景祥同志的骈文著作，在当代古典

文学研究的历史上，很有探索意义。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景祥同志先后在《文学评论》 《文艺研

究》《文学遗产》《社会科学辑刊》等学术刊物发表论文几十篇。 现在

这部《骈文论稿》，就是这些论文的合集，其学术思想和治学风格当受

到学界的关注。
从总体上看，这些论文从不同的角度切入，对骈文进行了多方面、

多角度的考察：
一是从史的角度揭示骈文产生、发展和演变的历史流程，如《骈文

的形成与鼎盛》《骈文的蜕变》二文就是如此。 前者以文学史实，以及

作家作品等多种文献资料为依据，详细论证了骈文萌芽、形成、鼎盛的

发展过程，材料丰富，论证翔实，线索清楚，对人们正确认识骈文从产

生到鼎盛这一漫长的发展历史大有帮助。 后者专门论述骈文由六朝

之末到南宋之末的演变情况，指出其总的演变趋势主要在两个方面：
一是内容上由非功利化向功利化的变迁，一是艺术形式上向散文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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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淡化的方向发展。 应该说，这些骈文史论，对目前的文学史是很好

的补充。
二是从文体学的角度，对骈文和散文，以及其他文体相互关系进

行研究。 如《骈文与散文之关系》 《楚辞在文章骈化过程中的地位和

影响》《骈俪之风影响下的南朝散文》《〈红楼梦〉与骈体文》等文章就

是如此。 通过比较和分析，揭示骈文同散文、小说等文体之间的关系，
一方面加深了人们对骈文本身的认识，另一方面也有助于人们进一步

认识中国古代各种文体之间的复杂关系。
三是把握骈文研究的重点，从重要的骈文作家与批评家入手，进

行专门研究。 如《“四杰”骈赋与庾信骈赋之关系》 《刘知几关于史书

用骈用散问题的几点主张》 《朱熹的骈文批评》 《徐师曾的骈文批评》
《艾南英的师古与反骈》等文就是如此，着重于骈文作家与批评家的专

门研究，在要点上作深入的发掘。
四是对骈文批评方面相关著作的研究，如《〈文心雕龙〉以骈体论

文是非辩》《〈文心雕龙〉与〈文选〉所揭示的赋体骈化轨迹》《从〈古赋

辨体〉看祝尧的骈文观》《陈绎曾的〈四六附说〉在骈文批评上的贡献》
《〈四六法海〉在骈文批评上的贡献及其存在的问题》 《〈四库全书总

目〉对六朝骈文的公正态度》 《〈四库全书总目〉中的骈文史论》等等，
着重揭示这些著作在骈文批评上的特殊价值，进一步发掘骈文批评方

面的理论资源。
通读全文，我再次忆及程千帆先生《闲堂自述》关于治学思路的概

述：“在诗歌研究方面，我希望能够做到资料考证与艺术分析并重，背
景探索与作品本身并重；某一诗人或某篇作品的独特个性与他或它在

某一时代或某一流派的总体中的位置，及其与其他诗人或作品的关系

并重。”又云：“在历史学和文艺学这些基本手段之外，我争取广泛使用

其他学科的知识，假如它们有助于使我的结论更为完整和正确的话。”
由此，景祥同志的这些论文，可以这样说：既是一种学术成果，也是一

种教学成果，更是现代学术研究极有典型性的治学经验和探索成果。
谨序。

２０１２ 年元月初，于北京六里桥寓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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骈文的形成与鼎盛

一

骈文是从中国文化土壤上生长出来的一种特产，它从滥觞到萌

芽，再到真正形成，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
从中国文学自身的发展过程来说，先秦时期，文学还处于自在的、

不自觉的状态。 同样一篇作品，既是哲学，又是政治学、伦理学，还是

历史学，同时又有一些文学特性。 用散用骈，也顺其自然，虽然不乏骈

词俪语，但却不是作者自觉的、着意追求所致。 所以刘勰说是“心生文

辞，运裁百虑，高下相须，自然成对”①。 黄侃在《〈文心雕龙〉札记》中
说得更为明晰：“意授于思，言授于意，腾诸唇吻者为语，载诸篇简者为

文。 言有雅俗之殊，斯文有文质之异；或出之以俪词，或述之以散笔。”
“方式不同，作用则一”，“初无造作，故一人之书，骈散兼有；一书之

义，奇偶互见”，“全出自然”。 纵观先秦之谣谚、经典、诸子百家之作

大略如此。 上古谣谚“循天籁之自然”②，《尚书》虽有偶俪之辞，但都

是“率然对尔”③。 而 《周易》 《诗经》 《春秋左氏传》 尽管 “奇偶适

变”④，但也“不劳经营”⑤。 其他诸子之文，或为记事，或为明理，或为

游说，或为论辩，有什么样的实际需要，就写什么样的文字，既不着意

为骈，也不苦心作散，考虑的是功利和实用，并不作纯艺术的追求。
但是，从文学史的纵向角度来考察，先秦文献典籍中这些“率然对

①

②

③④⑤刘勰《文心雕龙·丽辞》，人民文学出版社 １９５８ 年 ９ 月版《〈文心雕龙〉
注》，第 ５８８ 页。
刘师培《论文札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１９９７ 年 ６ 月版《刘师培中古文学论

集》，第 ２２７ 页。



尔”的骈词俪句，在当时虽不是刻意追求的产物，出于自然，但对后世

骈体文的形成与发展则产生了重要作用，可以说是后世骈文的滥觞。
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指出：“辞章实备于战国，承其流而代变其体

制焉。”其中“诸子者，六艺之支流，文章之渊薮也”。 而《六经》中的俪

词偶语对后世骈体的影响也相当显著，刘开在《与王子卿太守论骈体

书》中对这一点论述得相当透彻：

夫骈散之分，非理有参差，实言殊浓淡。 或为绘绣之饰，或为

布帛之温。 究其要归，终无异致。 推厥所自，俱出圣经。 夫经语

皆朴，惟《诗》《易》独华；《诗》之比物也杂，故辞婉而妍；《易》之造

象也幽，故辞警而创，骈语之采色于是乎出。 《尚书》严重，而体势

本方；《周官》整齐，而文法多比；《戴记》工累叠之语，《系辞》开属

对之门；《尔雅·释天》以下，句皆珠连；《左氏》叙事之中，言多绮

合，骈语之体制于是乎生。

可见，后世“骈语之体制”与“骈语之采色”等等都与六经之文有

渊源关系，如果稍加辨析，我们就会发现，后世骈文的不少对偶类型，
都可以在先秦谣谚、经典、诸子百家之中找到初祖。 翻检先秦文献典

籍，此类例子不胜枚举。 虽然这些对偶方法还显得粗朴一些，但基本

方式则是后世骈文家经常师法的典范。 在这方面《楚辞》更为突出一

些，它对后世骈文家的启迪是更为巨大、更为广泛的。 如屈原之文，运用

多种对偶方法，语言更加精美、整齐，单对、复对、当句对、隔句对、双声

对、叠韵对，自不必说，其中正对、反对与事对用得既多又好，如“吕望之

鼓刀兮，遭周文而得举；宁戚之讴歌兮，齐桓闻以该辅”①，既是正对又

是事对；“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何桀纣之猖披兮，夫唯捷径

以窘步”②，既是事对又是反对。 不仅在对偶与用典方面，《楚辞》的文

采和声韵之美也非寻常可比。 如“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③；
“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④，确如刘勰《文心雕龙·辨

骚》中所说的“惊采绝艳，难与并能”。 而“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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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离骚》，湖北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５ 年 ６ 月版《楚辞注释》，第 ７１ 页。
《离骚》，湖北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５ 年 ６ 月版《楚辞注释》，第 １５ 页。
《离骚》，湖北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５ 年 ６ 月版《楚辞注释》，第 ３３ 页。
《离骚》，湖北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５ 年 ６ 月版《楚辞注释》，第 ２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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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独醒”①，不仅词采精美，而且声韵和谐。 总之，无论是从对偶、词采

上，还是从声韵和用典上，《楚辞》都可以说是后世骈文的先声。 故而

孙松友在《四六丛话》中就说：“屈子之词，其殆诗之流，赋之祖，古文

之极致，俪体之先声乎？”刘师培在《文说·宗骚篇》中也特别指出这

一点：“粤自风诗不作，文体屡迁，屈宋继兴，爰创骚体，撷六艺之精英，
括九流之奥旨，信夫骈体之先声，文章之极则矣。”

总之，先秦时期的古代谣谚、六经丽辞、诸子百家骈语，尤其是《楚
辞》之俪偶尽管多是“自然成对”，稍具词采声韵之规模，但却是骈体

文的源头所在。 正是在这个基础之上，骈体文才不断滋长，逐渐形成

和发展起来的。
如果说先秦时期文献典籍、诸子百家、民间谣谚中的骈辞俪语是

出于自然，不是作者的有意追求，那么在秦汉时期，尤其是汉代文章中

情况则不然，它主要是作者自觉追求的产物。 《四库全书总目》“四六

法海”条下说：“自李斯《谏逐客书》始点缀华词，自邹阳《狱中上梁王

书》始叠陈故事，是骈体之渐萌也。”李斯的文章虽然是行人之辞、纵横

家之言的延伸和发展，但已经出现自觉追求对偶、用典和藻饰的倾向，
显示出作者对文章形式之美的初步探索，所以谭献称《谏逐客书》为

“骈体初祖”②。 可惜秦代国祚太短，特别是秦始皇焚书坑儒等残酷文

化政策，限制了文学的发展，所以秦代文的自觉骈化只是露出一点端

倪而已。 到了汉代，情况则大不相同。 首先，从文学发展的内部因素

来看，汉代文学已经开始独立自觉的发展，其表现一是出现了代表文

学的“文章”的概念，把文章和学术分离，并且在图书分类上把文学作

品独立出来。 刘向《别录》中就把图书分为经传、诸子、诗赋、兵书、术
数、方伎七类；刘歆《七略》对此进行修订之后别为辑略、六艺略、诸子

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伎略。 二是专业文人队伍已经出现。
如姚思廉在其《梁书·文学传》中指出：“昔司马迁、班固书并为司马

相如传，相如不预汉廷大事，盖取其文章尤著也。 固又为贾、邹、枚、路
传，亦取其能文传焉。”其实当时专业文人远不止司马相如、贾谊、邹
阳、枚乘、路温舒等人。 三是各种文学体裁在汉代长足发展或已经成

熟。 诗、赋自不必说，其他如对问、七、连珠、论、说、诏、策、移、檄、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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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书、启等，都已充分发展，并为后世楷模。
其实，汉代文学自觉的最突出表现之一是文人创作中对形式美的

追求，特别是对偶俪、辞采、声韵的着意讲求。 当时大辞赋家扬雄在

《法言·吾子》里说过：“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这虽是

他的反思之词，并对过重辞采有所贬斥，但却表现了当时作家对华丽

辞采的追求。 《西京杂记》中记载，司马相如在回答友人盛览如何作赋

的提问时指出：“合纂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
此赋之迹也。 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揽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

而传览。”这段话中所反映出的文学创作倾向，突出表现在对文学形式

美，尤其是辞采、俪偶、声韵的着意追求。 在这种创作倾向的作用下，
骈体在汉代胎息微萌，渐渐呈现萌芽状态。 对汉人这种尚偶求俪的创

作倾向，后人早有评断。 清人刘熙载在《艺概》中指出：“用辞赋之骈

俪以为文者，起于宋玉《对楚王问》，后此则邹阳、枚乘、相如是也。”刘
开在《与王子卿太守论骈体书》中不仅指出这种创作趋向，而且说明了

它的成果：“枚乘抽其绪，邹阳列其绮，相如骋其辔，子云助其波。 气则

孤行，辞多比合；发古情于腴色，附壮采于清标，骈体肇基，已兆基础。”
今人谭家健先生在叙述骈文发展状况时有这样一段论断：

不过，统观先秦两汉文章，对偶均系自然形成，而非有意讲

求，侧重内容之对比，不尚字句之雕琢，风格质直浑厚。 除个别

外，大多数文章都是以散体为主，或骈散间杂，难以截然划分的。①

谭先生说先秦文章“对偶均系自然形成，而非有意讲求”是对的，
但说两汉文章也是这样却与史实不符。 刘勰在《文心雕龙·丽辞》中
早就明确指出：“自扬、马、张、蔡，崇盛丽辞，如宋画吴冶，刻形镂法，丽
句与深采并流，偶意共逸韵俱发。”扬雄、司马相如、张衡、蔡邕对骈偶

已经达到“崇盛”的地步，而且下了“刻形镂法”那样的功夫，他们文章

中的对偶怎么能是“自然形成”，“而非有意讲求”呢？ 如果我们考察

一下汉代文人的作品，问题会更加清楚。
司马相如是西汉代表作家，他既然认为文学创作应该“合纂组以

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所以创作中便突出表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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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辞采、声偶的自觉追求，如《子虚赋》中“曳明月之珠旗，建干将之雄

戟；左乌嗥之雕弓，右夏服之劲箭”；“击灵鼓，起烽燧；车按行，骑就

队”等骈辞俪句相当工整，纯为刻意追求所致。 而下面这段文字更不

是“自然形成”了：

撞千石之钟，立万石之虡。 建翠华之旗，树灵鼍之鼓；奏陶唐

氏之舞，听葛天氏之歌。 千人唱，万人和；山陵为之振动，川谷为

之荡波。 ……

这里不仅着意追求对偶，而且也比较注重辞采的精美和声韵的和

谐，在文章骈化方面迈出了很大的步子。 不仅司马相如文章是这样，
其他如西汉扬雄、枚乘、邹阳，东汉之班固、张衡、赵壹、蔡邕等更是如

此。 近人骆鸿凯在《文选学》中这样阐述骈体由秦至汉的演进状况：

秦李斯《上秦始皇书》：设喻隶事之初祖，两段相偶亦自此开。
汉邹阳《狱中上书自明》：设喻隶事与李斯同风，而辞意更为复叠。
汉王子渊《圣主得贤臣颂》：两段相偶，上继李斯。 偶句、排句、叠
句，全段设喻，数句比喻，用成语，用古事，以上诸法，俱自此开之。

虽然这里开列的作家作品有很大的局限性，但还是能够说明秦汉

文章在作家的有意追求下，所发生的向骈偶化演进的明显状况。 其

实，到了东汉时期，作家自觉追求骈俪的倾向已经发展到各类文体之

中，赋自不必再说，其他如论、说、奏议、史传、杂文、碑铭，都是如此。
至此，骈体由西汉的萌芽状态而又更加扩大规模，几近脱胎。 孙梅在

《四六丛话序》中说得明白：“西汉之初，追踪三古，而终军有奇术白麟

之对，倪宽据奉觞上寿之辞，胎息微萌，俪形已具；迨乎东汉，更为整

赡。”其中班固《北伐颂》、傅毅之《七激》、张衡之《七谏》等等骈化程度

极高，而蔡邕的文章已基本上骈偶化。
刘勰在其《文心雕龙·诔碑》篇中评蔡邕碑文时说：“其叙事也该

而要，其缀采也雅而泽；清词转而不穷，巧义出而卓立。”如果从骈化的

程度来说，碑文类骈体，在蔡邕之手已开始成熟。 这便进一步说明：骈
偶在汉代不仅是作家们的自觉追求，而且已经达到相当成熟的境地，
远远脱离了“自然形成”的状态了。

到了建安与魏晋时期，由于经学的衰微和玄学的兴盛，以及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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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东渐，致使文学摆脱了儒家礼教的束缚，在更加广阔的天地中自由

发展，呈现出空前的独立自觉状态：不仅创作主题开始由表现社会政

治内容发展到着重展示个人的内心世界，创作思想也表现出由“言志”
到“缘情而绮靡”，“体物而浏亮”①的嬗变先声；文学理论批评也由强

调社会教化作用到强调作家的创作个性及天赋才华价值，而且把文辞

美化视为作家才思、才文的外化表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突出地

重视和强调作品的艺术形式之美。 显示出远远超过两汉时期的唯美

主义倾向：在讲求文学诸种形式技巧之美的同时，又特别追求对偶、辞
采、声韵，也时而注意使事用典。 由此便导致骈体文的脱胎，形成一种

独立的文体。 刘勰在《文心雕龙·丽辞》中指出“魏晋群才，析句弥

密，联字合趣，剖毫析厘”，表现出当时骈体文的创作情况。 而近人刘

师培在其《论文札记》中更把骈体文从西汉的萌芽状态，到建安与曹魏

之时真正形成并渐趋成熟的过程阐述得相当清楚：

西汉之时……或出语雄奇，或行文平实，咸能抑扬顿挫，以期

语意之简明。 东京以降，论辩诸作，往往以单行之语，运排偶之

词，而奇偶相生，致文体迥殊于西汉。 建安之世，七子继兴，偶有

撰著，悉以排偶易单行，即非有韵之文，亦用偶文之体，而华靡之

作，遂开四六之先，而文体复殊于东汉，其变迁者一也。 西汉之

书，言词简直，故句法贵短，或以二字成一言，而形容事物，不爽锱

铢。 东汉之文，句法较长，即研炼之词，亦以四字成一语。 魏代之

文，则合二语成一意，由简趋繁，昭然不爽，其变迁者二也。 西汉

之时，虽属韵文，而对偶之法未严。 东汉之文，渐尚对偶。 若魏代

之体，则又以声色相矜，以藻绘相饰，靡曼纤冶，致失本真，其迁变

者三也。 ……

既然曹魏之时“偶有撰著，悉以排偶易单行，即非有韵之文，亦用

偶文之体”，已表明骈体文的真正形成。 而到晋代之后，尽管司马氏标

榜“以孝治国”，顺应着儒家道统的历史惯性，但以世家大族为创作主

体的文学，仍顺应着建安开启的新思潮持续发展。 陆机《文赋》高张

“缘情”“体物”的口号，指出为文“会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贵妍。 暨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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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这种理论，在自然主义天才文艺美学观念的

支持鼓动下，成为时代的普遍倾向：在人物品题中，“文藻”、“才藻”等
等，已成为评骘文士和文学创作时经常使用的语汇①。 如果说较建安

时期有什么变化的话，那就是文学创作天才的显现，从偏重创作过程

的，如曹植、杨修的才思敏捷，转移到强调文本中，如潘岳、陆机的才辞

华美上。 这自然驱使骈体化更变本加厉，骈文变得更为精美工致，呈
现出比较成熟的形态。 其中曹植与陆机之骈文便很能体现骈文由形

成到趋向于精美工丽的发展轨迹：

臣闻士之生世，入则事父，出则事君；事父尚于荣亲，事君贵

于兴国。 故慈父不能爱无益之子，仁君不能畜无用之臣。 夫论德

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量能而受爵者，毕命之臣也。 故君无虚

授，臣无虚受。 虚授谓之谬举，虚受谓之尸禄。 《诗》之“素餐”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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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案：三国至晋、宋之际，“文藻”与“才藻”是品评人物和文学创作的常用语，“文
藻”如《三国志·蜀书·秦宓传》：“或谓宓曰：‘足下欲自比于巢、许、四皓，何故

扬文藻见瑰颖乎？’宓答曰：‘仆文不能尽言，言不能尽意，何文藻之有扬乎！ 昔

孔子三见哀公，言成七卷，事盖有不可嘿嘿也。 接舆行且歌，论家以光篇；渔父

咏沧浪，贤者以耀章。 此二人者，非有欲于时者也。 夫虎生而文炳，凤生而五

色，岂以五采自饰画哉？ 天性自然也。 盖河、洛由文兴，六经由文起，君子懿文

德，采藻其何伤！ 以仆之愚，犹耻革子成之误，况贤于己者乎！’” 《三国志·吴

书·陆逊传》第十三，裴松之注曰：“机天才绮练，文藻之美，独冠于时。”“才藻”
的使用频率更高，如《世说新语》卷上《文学第四》三十六：“王逸少作会稽，初
至，支道林在焉。 孙兴公谓王曰：‘支道林拔新领异，胸怀所及乃自佳，卿欲见

不？’王本自有一往隽气，殊自轻之。 后孙与支共载往王许，王都领域，不与交

言。 须臾支退。 后正值王当行，车已在门，支语王曰：‘君未可去，贫道与君小

语。’因论《庄子·逍遥游》，支作数千言，才藻新奇，花烂映发。 王遂披襟解带，
流连不能已。”《世说新语》卷上《文学第四》四十二：“支道林初从东出，住东安

寺中。 王长史宿构精理，并撰其才藻，往与支语，不大当对。 王叙致作数百语，
自谓是名理奇藻。 支徐徐谓曰：‘身与君别多年，君义言了不长进。’王大惭而

退。”《世说新语》卷上《文学第四》五十五：“支道林、许、谢盛德，共集王家。 谢

顾谓诸人：‘今日可谓彦会。 时既不可留，此集固亦难常，当共言咏。 以写其

怀。’许便问主人：‘有《庄子》不？’正得《渔父》一篇。 谢看题，便各使四坐通。
支道林先通，作七百许语，叙致精丽，才藻奇拔，众咸称善。” 《世说新语》卷中

《品藻第九》六十一：“孙兴公、许玄度皆一时名流。 或重许高情，则鄙孙秽行；
或爱孙才藻，而无取于许。”



由作也。 ……故启灭有扈而夏功昭，成克商奄而周德著。 今陛下

以圣明统世，将欲卒文武之功，继成康之隆；简良授能，以方叔、召
虎之臣，镇卫四境，为国爪牙者，可谓当矣。 然而高鸟未挂于轻

缴，渊鱼末悬于钩饵者，恐钓射之术或未尽也。
———曹植《求自试表》

……且夫政由宁氏，忠臣所为慷慨；祭则寡人，人主所不久

堪。 是以君奭怏怏，不悦公旦之举；高平师师，侧目博陆之势。 而

成王不遣嫌吝于怀，宣帝若负芒刺于背，非其然者欤！ 嗟呼！ 光

于四表，德莫富焉；王曰叔父，亲莫昵焉；登帝天位，功莫厚焉；守
节没齿，忠莫至焉。 而倾侧颠沛，仅而自全，则伊生抱明允以婴

戮，文子怀忠敬而齿剑，固其所也。
———陆机《豪士赋序》

曹植之文，以俪语为主体，已经是骈偶体制，不过对偶还不十分精

工细密，散行气息犹存一些，因而不乏清峻疏朗之态，这是骈文形成的

最初状态。 而陆机之文明显比曹植整齐工致，使事用典方面也更加运

用自如。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的文章中，已经有了四六对偶的句式，
如上面所引的这段文字中的前几句，都是四六句对四六句，其精工程

度前所未有，所以骆鸿凯对曹植之文有这样的评价：“造语之精，敷采

之丽，汉代所无。 而力趋工整，竟为俪体开先。”①对陆机之文在骈文

史上的地位，也充分地肯定说：“裁对之工，隶事之富，为晋文冠。 而措

语短长相间，竟下开四六之体。”②陆机之外，其他晋代作家如张华、左
思、潘岳、郭璞等人的骈文也比建安曹魏作家之作更为精美工整，这一

点，只要看一看他们的作品便可了解，此处不再赘述。
谭家健先生在《历代骈文名篇注析》一书的序言中说：“到了西

晋，骈文才正式成体，其代表人物就是陆机。”仔细考察，应该说这把骈

文形成的实际时间说晚了，与事实有明显的距离。 不但上面所引的曹

植文章已是合格的骈体文，曹魏时期其他人的文章有很多也已经合乎

骈文规格，如曹丕的《与钟繇书》 《伐吴诏》，徐干的《中论·谴交》，应
玚的《文质论》，刘桢的《答魏太子丕借廓落带书》《处士国文甫碑》，吴
质的《答东阿王书》等等，都是骈偶体制。 这无疑已有力地表明骈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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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安曹魏之时已经形成，以独立的面目出现于文坛之上，当然，此后它

又经过两晋作家，尤其是陆机的努力开掘，更为典丽富赡，而到南北朝

时期则登峰造极。

二

骈文在南北朝时期达到了鼎盛状态，这种鼎盛是有其特殊原因

的。 首先，骈文之盛，主要根于南朝，因为南北朝时期，北朝之五胡十

六国，割据中原，烽烟不断，较之南方战乱尤为酷烈，几无一寸净土。
相比之下，江左要安宁一些，由此，一时名士竞相渡江南迁，使江左成

为文人荟萃之所。 北方各少数民族统治者与留居北方的以经学传家

的世族士人，出于政治与心理的原因，自十六国始，便迭次推行以批判

建安、魏、晋新人文思潮为对象的恢复与推崇儒家礼教的文化清算，其
复古的结果，便是截断建安以来文艺美学观的发展和文学演进的趋

向，使北方经学大盛而文学式微。 东晋与南朝宋的统治恰相反。 南朝

文化、文艺观念在王、谢等一大批玄学世家名士的推动下，继续沿着建

安开创的道路向前发展。 而江南又有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文化风俗：山
川秀丽，风光旖旎，气候宜人，物产丰饶，使人流连忘返。 其文化风习

自然会影响文人创作。 王葆心先生在《古文辞通义》中指出：“大河流

域，土风膇重，大江流域，土风轻英；轻英秉江海之灵，其人深思而美

洁。 故南派善言情。”李延寿也早已在其《北史·文苑传》中指出：“江
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
绮则文过其意。 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优美的自然环境

和浓厚的文化氛围，自然对文人创作产生重要影响。 同时，南朝几代

帝王多雅好词章，才华横溢，导扬风雅，奖掖文士。 因而江左文学之

盛，几近汉武，不减曹魏。 裴子野在《雕虫论·序》中说：“宋明帝博好

文章，才思朗捷。 常读书奏，号称七行俱下。 每有祯祥及行幸宴集，辄
陈诗展义，且以命朝臣，其戎士武夫则托请不暇，困于课限，或买以应

诏焉。 于是天下向风，人自藻饰，雕虫之艺，盛于时矣。” 《南史·文学

传序》：“自中原沸腾，五马南渡，缀文之士，无乏于时。 降及梁朝，其流

弥盛。 盖由时主儒雅，笃好文章。 故才秀之士，焕乎俱集。 于时武帝

每所临幸，辄命群臣赋诗，其文之善者赐以金帛。 是以缙绅之士，咸知

自励。”在这样的环境与氛围之中，文学创作在江南进入绝对自由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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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造成独立自觉、为艺术而艺术的纯文学的黄金时代。
首先，对文学本身特性及创作规律等方面认识更为清楚。 一方

面，南北朝之时，文学已别立为一科，从与其他学科混杂的状态中分离

出来。 宋文帝时，便于儒学、玄学、史学三馆之外，别立文学馆，明帝又

立总明观，分儒、道、文、史、阴阳五部。 尽管在实际创作中还有一定程

度的混同与交叉，但这客观上的疆域划分也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 另

一方面，文艺批评的兴起是文的自觉更主要的方面。 其中最为突出的

是刘勰所著的《文心雕龙》和钟嵘的《诗品》。 此外，南朝的许多文士

对文学问题都有论述，散见于各个时代的典籍之中，虽不成体系，却不

乏真知灼见。 总之，这都表明南朝文士对文学本身性质及创作规律的

认识达到前无古人的地步，体现出文学在那个时代高度的自觉。
其次，文学创作上声律之发明与运用。 从魏之曹丕《典论·论文》

所强调的“诗赋欲丽”到两晋时期对文采与辞藻的重视，作家个性的天

赋才华展现在作品文本内部，到了刘宋时已是“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

句之奇。 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①了，天地愈见局促狭

小。 这不仅遭到刘勰、钟嵘等一批理论家的批评，也使不甘屈居古人

之后的作家感到困窘和危机。 “若无新变，不能代雄”②！ 于是好为新

变成为作家共同的追求尝试。 在此情势下，声律便为他们提供了新鲜

而有效的手段。 南北朝之前骈体已经形成，偶俪之风已遍及天下，但
声律的讲求虽有人注意，如司马相如之“一宫一商”③，陆机所谓“音声

迭代”④，不过只是讲究自然音调之和谐，而未作人为声律的创制。 魏

之李登作《声类》，晋之吕静作《韵集》，已分清浊、判宫商；但尚未有四

声之名，更未施诸文学创作。 宋齐以后，随着佛教的盛行，佛经转读势

所必需，因为读经不仅诵其字句，还要转其音节。 诵经为转读，歌赞为

梵音，汉字单奇而梵音重复，为适应转读歌赞，则要求参照梵语拼音，
求得汉语之转变，由此反切之法出现，四声之学产生。 陈寅恪在其

《四声三问》一文中说得明白：“所以适定为四声，而不为其他数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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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勰《文心雕龙·明诗》，人民文学出版社 １９５８ 年 ９ 月版《〈文心雕龙〉注》，第
６７ 页。
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人民文学出版社 １９９６ 年 １０ 月版《魏晋南北朝文

论选》，第 ３４０ 页。
向新阳、刘克任《〈西京杂记〉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９１ 年 ５ 月版，第 ９１ 页。
陆机《文赋》，人民文学出版社 ２００２ 年 ９ 月版《〈文赋〉集释》，第 １３２ 页。



者，以除去本易分别，自为一类之入声，复分别其余之声为平上去三

声。 ……但其所以分别其余之声为三者，实依据及摹拟中国当日转读

佛经之三声。 而中国当日转读佛经之三声又出于印度古时声明论之

三声也。 ……于是创为四声之说，并撰作声谱，借转读佛经之声调，应
用于中国之美化文。 此四声之说所由成立，及其所以适为四声，而不

为其他数声之故也。 ……永明七年二月二十日竟陵王子良大集善声

沙门于京邸，造经呗新声。 实为当时考文审音之一大事。 ……此四声

说之成立所以适值南齐永明之世，而周颙、沈约之徒又适为此新学说

代表人之故也。”自从笠法获 ４１ 字母之说一出，周颙著《四声切韵》，沈
约著《四声谱》，王斌著《四声论》，这样平、上、去、入四声之分正式形

成并创为四声八病之说，又应用于文学创作实际，使中国诗文面目为

之一新。 《南史·陆厥传》中说：

（永明）时，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朓、琅邪王融，以气类

相推毂。 汝南周颙，善识声韵。 约等文皆用宫商，将平、上、去、入
四声，以此制韵，有平头、上尾、蜂腰、鹤膝。 五字之中，音韵悉异；
两句之内，角徵不同，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

《宋书·谢灵运传论》中也指出：

夫五色相宣，八音协畅，由乎玄黄律吕，各适物宜。 欲使宫羽

相变，低昂互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 一简之内，音韵尽殊；
两句之中，轻重悉异。 妙达此旨，始可言文。

自从这种四声八病之说应用于文学创作之后，中国文学更进一步

趋向于形式技巧之美的追求，最后达到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的巅

峰状态：古体诗演变为今体诗，骈体文演变为四六规范之文，即使是杂

文、小品文也声律化、骈偶化了。 难怪刘师培在其《中国中古文学史讲

义》中说永明声律论：“影响所及，迄于隋唐，文则悉成四六，诗则别为

近体，不可谓非声律论开其先也。”
当然，应该说明的是：虽然骈文盛于六朝，特别是宋、齐、梁、陈四

朝，但是各个时期骈文的发展状况和风貌特征还是有区别的。
钟嵘在其《诗品》中指出：“元嘉中，有谢灵运，才高词盛，富艳难

踪，固已含跨刘、郭，陵轹潘、左。 故知陈思为建安之杰，公干、仲宣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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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陆机为太康之英，安仁、景阳为辅；谢客为元嘉之雄，颜延年为辅。
斯皆五言之冠冕，文词之命世也。”此论虽主要就诗而言，而其实骈文

也是如此。 要而言之，刘宋一代是江左四六骈文鼎盛之期的第一步。
大体说来，此期骈文体制变得整齐划一，文采变得更为绮丽，句子更为

雕琢，而最为突出的是对隶事用典的着力追求。 钟嵘在《诗品》中说

“大明、泰始（宋孝武帝、明帝年号）中，文章殆同书抄”，《南齐书·文

学传论》也说“缉事比类，非对不发；博物可嘉，职成拘制。 或全借古

语，用申今情，崎岖牵引，直为偶说”。 因为，此时骈文虽有绮丽纤巧、
整齐雕饰之特色，但最为突出的特色是典重故实，魏晋骈文的清俊之

风也未完全丧失。 有的运用得体，不伤文章之气势，但是有的则堆垛

繁琐，文气滞涩不畅。 四库馆臣在《四库全书总目》说得比较确切：
“宋之文，上承魏晋，清俊之体犹存；下启齐梁，纂组之风渐盛。 于八代

之内，居文质升降之关，虽涉雕华，未全绮靡。”如谢灵运以堂堂东晋贵

族而入仕刘宋新朝，却位不居显要，心怀忧愤，乃纵情云水之间，栖心

于名禄之外。 其文多游观览胜、感时伤己之作。 又流连法业，奉佛辨

宗，所以他刻画山水、追摹风云独具会心，时常别出心裁，大有出人意

表之处。 其作品如《岭表赋》，如诗如画，极为精致地刻画出奇秀山水

的状貌，开辟了一个引人入胜的新奇境界。 其他如颜延之，铺锦列绣，
词采绮丽；多用典故，旁征博引。 论其行文则以四六句式为主体，整齐

有致；论其词则浓郁艳丽，烂若披锦。 又使事用典，工丽妥帖。 孙月峰

在其《〈文选〉评点》中评《三月三日曲水诗序》时指出：“全以属对为

体，已纯是四六文字。 第句对多，联对少，或间有单收耳。”骆鸿凯说：
“颜延之《三月三日曲水诗序》用字避陈翻新，开骈文雕绘之习，李申

耆谓织词之缛始于延之，即以此篇为例。”①应该说这两个人的评价都

是切合实际的。 再如鲍照也是追新竞奇的，如《登大雷岸与妹书》浓墨

重彩，着力描绘庐山峰顶云蒸霞蔚、神奇瑰丽之景，笔力雄健精工。 许

梿在其《六朝文絜》中赞美道：“烟云变灭，尽态极妍。 即使李思训数

月之功，亦恐画所难到。”又说：“句句锤炼无渣滓，真是精绝。”这实在

不是过誉之词，比较恰切地道出了其文的特色，也道出了刘宋时期骈

文的总体风格。
到了齐、梁时期，骈文通体完备。 《隋书·文学传序》中指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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